
互联网与农村家庭现代能源使用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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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农村能源转型是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内在要求，对于促进乡村振

兴、实现“双碳”目标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评估

了互联网接入对农村家庭采纳现代能源使用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互联网

接入显著促进了农村家庭对现代能源的采纳，这一发现在考虑了内生性问题并经

过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进一步的传导机制分析揭示，互联网接入不仅显著影

响了农村家庭的环境污染主观评价，还增加了他们获取正规信贷的机会，这些因素

共同作用于农村家庭现代能源使用行为。异质性分析发现，互联网接入对于提高

户主出生于“改革开放”前以及抚养比较低的农村家庭的现代能源使用行为尤为有

效。据此，本文建议通过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信贷支持以及实施差异化能

源补贴，以推动农村家庭广泛使用现代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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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指出要“聚焦建设美丽

中国，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①”。在这一过程中，促进农村家庭能源转型显得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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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1985—2021年，中国农村家庭能源消费总量逐年攀升，人均能源消费量从89.9千克标

准煤增至534.8千克标准煤，涨幅达5.9倍①。然而，受家庭经济状况、认知水平和能源可及性

等因素的限制，中国农村家庭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柴草和散煤等传统固体能源（吴施美、郑

新业，2022；何可等，2023；何可、张俊飚，2024）。传统固体能源燃烧效率较低，并且在燃烧过

程中会产生氮氧化物、一氧化碳和颗粒物（PM）等污染物，严重威胁农村居民健康（Gordon et
al.，2014）。研究表明，如果农村家庭能够从使用传统能源转向使用更清洁的现代能源，如电

力、天然气、太阳能等，农村儿童和成年人患慢性支气管疾病的概率将分别下降 80%和 45%
（Mestl et al.，2006；Mestl et al.，2007）。鉴于此，农村能源转型问题引起了政府部门的高度关

注。《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提出要“构建农村现代能源体系”②。《加快农村能源

转型发展助力乡村振兴的实施意见》进一步指出要“推动构建清洁低碳、多能融合的现代农村

能源体系，全面提升农村用能质量”③。因而，研究如何推动农村家庭能源转型这一问题具有

重要意义。

近年来，随着中国农村互联网普及率不断提高，互联网已成为推动农村地区发展的重要

力量。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hina Internet Network Information Center，CNNIC）发布的第

52次《中国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④，截至2023年6月，中国农村网民规模已达3.01亿人，农

村互联网普及率达到了60.5%。互联网的普及不仅为农村地区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而且深

刻地改变了家庭的能源使用行为（Zhang et al.，2023）。因此，已有研究针对互联网与家庭现代

能源使用之间的关系展开了深入研究（Emodi et al.，2022；Guo et al.，2023）。然而，现有研究在

探讨这一问题时，往往未能明确区分农村与城市家庭的差异。与城市相比，农村地区社会结

构相对封闭，社会网络规模较小，信息和资源获取渠道有限，对现代能源的认识不足。互联网

的接入有助于打破这一局限，提高农村家庭对现代能源的了解，从而促进其使用现代能源。

因此，研究互联网对农村家庭现代能源使用行为的影响显得尤为重要。尽管已有少量研究开

始关注互联网与农村家庭现代能源使用行为之间的关系，但这些研究在方法论上存在不足。

例如，一些研究在探讨这一问题时忽视了样本自选择和遗漏变量所导致的内生性问题（李风

琦，2016）。即使注意到了内生性问题，部分研究在选择工具变量时也未能充分考虑其与内生

变量的相关性。例如，有研究选择“同村其他村民平均互联网接入情况”作为工具变量（He et

①资料来源：《中国能源统计年鉴》, https://data.cnki.net/statisticalData/index?ky=中国能源统计年鉴。

②资料来源：《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 https://www.gov.cn/zhengce/

2018-09/26/content/2018/content_5325534.htm。

③资料来源：《加快农村能源转型发展助力乡村振兴的实施意见》, 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

2022-01/07/content_5666809.htm。

④资料来源：《第 52次〈中国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https://www.cnnic.net.cn/n4/2023/0828/c88-10829.

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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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2022），但这一选择可能受到村庄特征的影响，导致工具变量与核心自变量互联网接入以

及村庄固定效应相关联。在未控制村庄固定效应的情况下，该工具变量可能与扰动项相关，

不满足工具变量的外生性要求，从而影响研究结论的准确性。此外，即使控制了村庄固定效

应，由于工具变量与村庄固定效应高度相关，问题仍未得到有效解决。这表明，在进行此类研

究时，需要更加谨慎地选择和验证工具变量，以确保研究结果的可靠性和有效性。

鉴于此，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探讨了互联网对农村家庭现代能源使用行为的影

响，并揭示了其内在机制。相较于既有研究，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两个方面。第一，在研究数

据上，本文采用四期追踪调查数据，这有助于更准确地分析互联网对农村家庭现代能源使用

行为的影响。此外，本文选取“2012年家庭邮寄通信支出”这一历史变量作为工具变量，这一

历史变量与当期变量相比，在相关性和外生性方面具有明显优势，从而使得估计结果更加可

靠。第二，在研究内容上，本文分析了互联网如何通过影响农村家庭环境污染主观评价和促

进信贷获取两大途径来影响农村家庭现代能源使用行为，有助于全面理解互联网影响农村家

庭现代能源使用行为的内在机理。考虑到“改革开放”对中国农村家庭所产生的深远影响，以

及老龄化和少子化背景下农村家庭抚养比的复杂性，本文还分别探究了在“改革开放”、农村

家庭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三个因素的影响下，互联网对农村家庭现代能源使用行为影响

的差异，为相关政策制度的完善提供了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

本文余下的内容：第二部分进行了理论分析并提出研究假说；第三部分详细介绍了本文

的数据来源、相关变量以及模型设置；第四部分为实证结果分析；第五部分利用因果中介效应

模型，探究了环境污染主观评价和信贷获取在互联网推动农村家庭现代能源使用行为过程中

发挥的作用；第六部分是基于“改革开放”、农村家庭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的进一步探讨；

第七部分对全文进行总结，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在农村地区，现代能源通常指的是那些能够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和提升农民生活质量的清

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形式①。现代能源与传统固体能源（如柴草和煤炭）相比，具有显著

的优势。传统固体能源在燃烧过程中，尤其是在明火或简陋炉灶中，往往会燃烧不完全，从而

产生有害物质，对人类健康和环境造成负面影响（Wang et al.，2014）。相比之下，液化石油气、

天然气和电力等现代能源在热值和能效方面具有显著的优势，并且在使用过程中不会产生像

传统固体能源那样的次生环境污染。基于这些特性，学术文献普遍将柴草、煤炭等归类为传

①资料来源：《“十四五”现代能源体系规划》，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2-03/23/content_

5680759.htm；《加快农村能源转型发展助力乡村振兴的实施意见》，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

2022-01/07/content_566680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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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能源，而将液化石油气、天然气和电力等视为现代能源（Cameron et al.，2016；Carter et al.，
2020）。这种分类反映了能源转型的重要性，即从依赖对环境和健康有害的传统能源，向使用

更加清洁、高效的现代能源转变，让低碳发展的成果惠及农村地区，以实现改善农村居民的生

活质量和可持续发展（He et al.，2022；李凡略、何可，2024）的目标。

（一）互联网对农村家庭现代能源使用行为的影响效应分析

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得互联网成为影响农村家庭现代能源使用行为的一个关键因

素。现代网络经济理论认为，互联网的重要性质之一在于其能够实现物元、信息元和信息的

统一，把物元完全转化为信息元和信息，形成信息态的屏幕化市场（张永林，2016）。在这样的

市场中，信息的获取、传递、处理和应用都将变得更加便捷、高效和智能（黄鑫，2023）。一方

面，互联网有助于城镇地区的先进文化和前沿理念向农村地区传播，能够减小城乡家庭之间

的知识和文化差异。这种文化交流和知识传播有可能改变农村家庭传统的消费观念，从而影

响他们的能源使用选择（刘婷婷等，2022；陈鹏等，2023）。另一方面，互联网为农村家庭提供

了一个快速、广泛的信息交流平台。农村家庭可通过社交媒体等在线平台分享使用现代能源

的经验和益处。这些分享可以激发相同生活背景下其他农村家庭的兴趣，形成同群效应，从

而鼓励更多农村家庭转而使用现代能源（Srinivasan＆Carattini，2020）。此外，由于农村家庭通

常对能源价格较为敏感，且现代能源的初始投资成本相对较高，这使得他们在选择能源时可

能偏向于成本较低但对环境影响较大的传统能源（Pachauri＆ Jiang，2008）。通过互联网，农

村家庭可及时了解现代能源的优惠政策和补贴信息，比较现代能源在质量、效率、对环境和健

康的影响等方面的优势，由此增强对现代能源的偏好。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了第一个研

究假说：

假说1：互联网会促进农村家庭的现代能源使用行为。

（二）互联网对农村家庭现代能源使用行为的影响机制分析

本文认为互联网能够影响农村家庭的环境污染主观评价，并降低获取信贷的成本，从而

推动他们采用现代能源。具体来说，互联网对农村家庭现代能源使用行为的影响主要通过以

下两个途径实现：

第一，互联网能够作用于农村家庭的环境污染主观评价，进而推动他们的现代能源使用

行为。一方面，互联网为农村家庭提供了获取环境相关信息的途径，特别是网络上流传的环

境问题的负面报道，能够激发他们的共鸣，使他们产生危机意识（Mestl et al.，2007），促使农村

家庭意识到环境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迫性，由此潜移默化地提高他们对环境保护的关注度（Liu
et al.，2021）。这种认知上的变化可能会促使农村家庭积极寻求能源转型，比如采用天然气、

电力等现代能源替代薪柴、煤炭等传统能源。因此，农村家庭对环境污染的主观评价在互联

网影响下形成的认知改变，可能会影响他们采纳现代能源的行为。另一方面，互联网传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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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保护的社会规范和公众期望，这种社会压力激励人们改进能源使用习惯。同时，通过互

联网进行的社交互动可能会进一步强化这些社会规范的影响力。因此，农村家庭对环境污染

的主观感知，作为对社会规范的内化，可能会影响他们采纳现代能源的决策。

第二，互联网通过提高农村家庭获取信贷途径，有助于促进他们采纳现代能源使用方

式。信贷获取包括正规信贷和非正规信贷两个方面。正规信贷主要指从银行等金融机构获

得的贷款，而非正规信贷则包括政府允许的民间贷款等非正规融资模式（柳松等，2020）。互

联网的使用有助于缩短政策时滞，打破传统金融的壁垒，使农村信贷信息更加及时准确，降低

正规信贷获取的门槛和成本（Tadesse & Bahiigwa，2015；周月书等，2020）。同时，互联网所提

供的金融知识与理念，有助于提升农村家庭的金融素养，增强他们获取正规信贷的意愿，优化

信贷资金的使用效率，并提高采用现代能源的可能性（尹志超等，2015；王小华等，2023）。此

外，互联网的普及能够显著提升农村家庭获取非正规信贷的能力及扩大其获取非正规信贷范

围，从而减轻他们的财务负担，并激发他们使用现代能源的意愿。传统上，农村家庭主要依赖

亲友或熟悉的民间组织来获得非正规信贷，这使得信贷渠道较为有限。然而，通过互联网的

接入，农村家庭能够拓宽社交网络，积累社会资本，进而提高非正规信贷的可获得性（Brown
& Roper，2017）。综合来看，互联网能够从正规信贷和非正规信贷两个方面增加农村家庭信

贷获取，为农村家庭使用现代能源创造有利经济条件，进而促进现代能源使用行为。基于上

述讨论，本文提出了以下研究假说。

假说2：互联网能够通过影响农村家庭的环境污染主观评价，从而促进其现代能源使用行为。

假说3：互联网能够通过增加农村家庭的信贷获取，从而促进其现代能源使用行为。

三、数据与实证方法

（一）数据介绍

本文所使用的微观数据来自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库。CFPS是由北京大学中国

社会调查中心（ISSS）负责实施的追踪调查数据，旨在通过跟踪收集个体、家庭和社区三个层

次的数据，反映中国社会、经济、人口、教育和健康的变迁。该数据于2010年进行首次全国层

面的调查，之后每两年进行一次追踪调查。考虑到2010年和2012年的调查缺乏与个人互联

网使用情况相关的数据，故本文采用 2014—2020年四轮追踪调查数据所形成的非平衡面板

数据进行研究。

CFPS的调查问卷主要包括个人问卷、家庭问卷和村（居）问卷三个层次的问卷，本文的研

究主要利用个人问卷和家庭问卷的调查数据。样本筛选方法：剔除城市居民样本，保留农村

居民作为主要样本；删除部分数据明显异常或主要变量缺失的样本。需要说明的是，CFPS数

据并未明确说明谁是户主，因此本文参考董晓林等（2019）的做法，将家庭的财务回答人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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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主。

（二）变量描述

1.被解释变量：现代能源使用行为

现代能源使用行为是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根据问卷中的问题“您家最主要用哪种燃料做

饭？”进行定义。答案选项为1～6，分别代表柴草、煤炭、罐装煤气/液化气、天然气/管道煤气、

太阳能/沼气、电力。本文将柴草和煤炭归类为传统能源，赋值为 0；其他选项归类为现代能

源，赋值为1。这一做法与现有研究的做法一致（Ma et al.，2022；Zhu et al.，2023）。
2.核心解释变量：互联网接入

家庭是否接入互联网是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本文借鉴周广肃和梁琪（2018）的处理方

法，用户主的互联网接入情况来衡量整个家庭的互联网接入状态。户主的互联网接入情况不

仅反映了家庭对互联网的使用程度，还体现了家庭对互联网的态度和认知水平。同时，作为

家庭的决策者，户主的行为和决策对家庭成员具有显著影响。因此，使用户主的互联网接入

情况作为衡量标准，来研究互联网对农村家庭现代能源使用行为的影响，具有合理性。关于

互联网接入的定义，在不同年份的问卷中有所差异。2014年根据问卷中的问题“您是否上

网？”进行定义，若回答“是”，则定义为接入互联网，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2016年、2018年

和2020年根据问卷中“您是否使用移动设备，比如手机、平板，上网？”和“您是否使用电脑上

网？”进行定义，如果回答均为否，则定义为未接入互联网，赋值为0，否则为1。
使用现代能源与未使用现代能源农村家庭的互联网接入情况如表1所示。不难发现，使

用现代能源的农村家庭接入互联网的比例高达48.9%，而未使用现代能源的农村家庭的互联

网接入比例仅为23.6%，前者是后者的两倍多。此外，无论是通过移动设备还是电脑上网，使

用现代能源的家庭的接入率都显著高于未使用现代能源的家庭。这一现象暗示了互联网的

接入可能与农村家庭采用现代能源的行为存在正相关关系，即互联网的普及可能促进了农村

家庭对现代能源的使用。

表1 使用现代能源与未使用现代能源农村家庭的互联网接入情况

互联网接入

移动上网（2016年、2018年、2020年）

电脑上网（2016年、2018年、2020年）

使用现代能源

48.9%

16.9%

41.9%

未使用现代能源

23.6%

3.9%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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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观察互联网与农村家庭现代能源使用行为的潜在关联，本文绘制了图1①。结果

显示，对于传统能源（即柴草和煤炭）而言，接入互联网的农村家庭占比均低于未接入互联网

的农村家庭。对于现代能源（即燃气和电力）而言，接入互联网的农村家庭占比均高于未接入

互联网的农村家庭。由以上分析可以发现，互联网与农村家庭现代能源使用行为之间可能存

在正相关关系，但为确定这一关系是否存在则需要进行进一步的实证检验。

图1 不同互联网接入情况下农村家庭各类能源使用占比

3.机制变量

本文主要检验环境污染主观评价和信贷获取两条路径。其中，农村家庭环境污染主观评

价用CFPS问卷问题“总的来说，您认为环境问题在中国的严重程度如何？”来衡量，答案选项

为 0～10，0代表不严重，10代表非常严重。借鉴Yao等（2020）的做法，如果选择 0，则赋值为

1，表示不严重；选择1和2，则赋值为2，表示有点严重；选择3～5，则赋值为3，表示比较严重；

选择 6～8，则赋值为 4，表示严重；选择 9和 10，则赋值为 5，表示非常严重。本文参考刘魏等

（2021）的方法，将信贷获取分为正规信贷获取和非正规信贷获取。其中，正规信贷获取根据

CFPS调查问卷中“待偿银行贷款”进行表征，选择1表示有，选择0表示没有；非正规信贷获取

使用CFPS调查问卷中“待偿亲友及民间借款”进行表征，选择1表示有，选择0表示没有。

4.控制变量

本文参考已有研究（张勋等，2019；李江龙等，2024），选取了包括户主层面特征、家庭层面

特征、村庄层面特征的控制变量，并引入个体和年份固定效应以消除回归偏误。值得说明的是，

CFPS 2016年、2018年和2020年均缺乏村庄层面特征的数据，本文使用CFPS 2014年村（居）问

卷中相对应的数据进行匹配。村庄到县城的距离和村庄的地形地貌均属于短期内不会改变或

变化程度很小的特征，进行跨时间匹配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表2给出了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特

①为便于对比分析，本文在此处将“罐装煤气/液化气”与“天然气/管道煤气”占比合并，统称为“燃气”。

此外，鉴于“太阳能/沼气”的占比过低，图1未展示“太阳能/沼气”的占比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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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

表2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特征

被解释变量

核心解释变量

机制变量

户主层面控制变量

家庭层面控制变量

村庄层面控制变量

变量

现代能源使用行为

互联网接入

环境污染主观评价

正规信贷获取

非正规信贷获取

户主年龄

户主性别

户主受教育年限

户主婚姻状况

户主健康状况

家庭规模

家庭资产

家庭人均收入

家庭少儿抚养比

家庭老年抚养比

村庄交通状况

丘陵

高山

高原

平原

度量方法

您家最主要用哪种燃料做饭：现代能
源=1；传统能源=0

户主是否接入互联网：是=1；否=0
总的来说，您认为环境问题在中国的
严重程度如何：不严重=1；有点严重=
2；比较严重=3；严重=4；非常严重=5
是否有未偿还的银行贷款：有=1；

没有=0
是否有未偿还的民间和亲友借款：

有=1；没有=0
单位：岁

户主性别：男=1；女=0
单位：年

户主婚姻状况：有配偶=1；无配偶=0
户主健康状况：健康=1；不健康=0

家庭成员人数

单位：元，取对数

单位：元，取对数

家庭14岁以下人口占15~64岁人口
的比重

家庭65岁以上人口占15~64岁人口
的比重

到本县县城距离（里），取对数

是=1；否=0
是=1；否=0
是=1；否=0
是=1；否=0

均值

0.4996
0.2933

3.6268

0.0918

0.1715
49.6667
0.6250
6.6223
0.8822
0.6537
3.4954
5.5013
9.0605
0.3060

0.1978
3.7301
0.3145
0.1530
0.0811
0.4121

标准差

0.5000
0.4553

1.0691

0.2887

0.3770
11.9994
0.4841
4.1161
0.3224
0.4758
1.7350
4.8671
1.3530
0.4410

0.4015
0.7888
0.4643
0.3600
0.2729
0.4922

（三）实证方法

1.基准回归

由于互联网接入是一个二值虚拟变量，本文通过以下Probit模型来探究互联网对农村家

庭现代能源使用行为的影响：

Fuelit = β0 + β1Internetit + β2 Xit + θ j + δt + εit （1）
在（1）式中，Fuelit 为农村家庭 i 在 t 年是否使用现代能源的二值虚拟变量；Internetit 代表农村

家庭户主是否接入互联网的二值虚拟变量；Xit 为户主、家庭、村庄层面的特征变量；θ j 表示个

体固定效应，用来控制个体差异；δt 表示年份固定效应，用来控制时间趋势，εit 为随机误差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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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内生性处理

在计量模型估计中，内生性问题可能导致估计结果出现偏误和不一致。虽然本文已经尽

可能控制了其他影响农村家庭现代能源使用行为的关键变量，但影响农村家庭现代能源使用

行为的因素众多且复杂，可能存在不可观测的因素同时影响互联网接入和农村家庭现代能源

使用行为的情况。例如，扶贫政策不仅有助于提升农村互联网普及率，也有助于促进农村家

庭现代能源使用行为，这类遗漏变量会导致模型（1）中的系数 β1 低估互联网对农村家庭现代

能源使用行为的影响。此外，互联网接入作为一种个人决策，也可能因样本自选择而产生潜

在的内生性问题，即接入互联网的农村家庭可能因资源禀赋等因素，本身就有更强的倾向使

用现代能源，这不满足Probit模型观测值是随机抽取的假设，从而导致低估互联网对农村家庭

现代能源使用行为的影响。

由于内生变量（即互联网）是一个二值虚拟变量，而 IV-probit模型仅适用于内生变量为连

续变量的情形。因此，本文采用Roodman（2011）提出的可检验并修正虚拟变量内生性的条件

混合估计方法（CMP）进行内生性处理。该方法以似不相关回归为基础，基于极大似然估计

法，通过构建递归方程组实现两（多）阶段回归模型的估计。其估计过程可分为两个阶段：第

一阶段则是寻找内生解释变量的工具变量，并评估其与内生变量之间的相关性；第二阶段则

将第一步的结果代入基准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并根据内生性检验参数 atanhrho_12判别变量

的外生性。若该参数显著异于0，则说明模型存在内生性问题，此时采用CMP进行估计更为

可靠；反之，采用基准回归模型估计更为可靠。本文采用CMP估计互联网接入方程和农村家

庭现代能源使用行为方程，前者估计工具变量对互联网接入的影响，并将结果代入农村家庭

现代能源使用行为方程，以估计互联网接入对农村家庭现代能源使用行为的影响。

在选择工具变量时，本文以Ciccone和Hall（1996）的思想为基础，借鉴祝仲坤和冷晨昕

（2018）的研究，选取“2012年家庭邮寄通信支出”作为工具变量。一方面，根据消费行为的“棘

轮效应”，消费习惯一旦形成，其调整和改变将会非常困难。从广义的角度理解，互联网接入

也属于通信类消费的范畴，家庭通信支出所反映的网络使用习惯也会延续。因此，可以认为

农村家庭通信支出与互联网接入存在相关性。另一方面，农村家庭邮寄通信支出与现代能源

使用行为并不直接相关，且该工具变量属于历史变量，意味着其比当期变量具有更强的外生

性，从而避免了反向因果问题的出现，满足工具变量外生性的要求。

四、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互联网对农村家庭现代能源使用行为影响的基准回归

本文采用逐步回归法进行基准回归，在Probit模型中依次加入户主、家庭和村庄层面的控

制变量后，考察互联网对农村家庭现代能源使用行为影响的性质及其程度。考虑到Probit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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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的回归系数没有直接意义，无法解释其经济含义，因此，本文在回归结果中展示回归系数的

平均边际效应。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列（1）报告了加入户主层面控制变量的结果。不难发

现，与未接入互联网的农村家庭相比，接入互联网的农村家庭使用现代能源的概率增加了

10.49%。列（2）同时加入了户主层面和家庭层面控制变量。结果显示，互联网的系数略有下

降，能够促使农村家庭使用现代能源的概率增加7.90%。列（3）展示了同时加入户主、家庭和

村庄层面控制变量后的回归结果。不难发现，互联网对农村家庭现代能源使用行为依旧表现

出显著的正向影响，能够促使农村家庭使用现代能源的概率增加7.14%。假说1得到验证。

表3 互联网对农村家庭现代能源使用行为影响的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互联网接入

户主年龄

户主性别

户主受教育年限

户主婚姻状况

户主健康状况

家庭规模

家庭资产

家庭人均收入

家庭少儿抚养比

家庭老年抚养比

村庄交通状况

丘陵

高山

高原

平原

个体固定效应
年份固定效应

观测值

（1）
0.1049***
（0.0095）

0.0003
（0.0003）
-0.0959***
（0.0086）
0.0249***
（0.0010）
-0.0425***
（0.0110）
0.0268***
（0.0077）

已控制
已控制
23223

（2）
0.0790***
（0.0098）

0.0002
（0.0004）
-0.0984***
（0.0090）
0.0211***
（0.0011）
-0.0237*
（0.0126）

0.0120
（0.0082）
-0.0060**
（0.0026）
0.0069***
（0.0008）
0.0537***
（0.0038）

0.0266
（0.0097）
-0.0452***
（0.0105）

已控制
已控制
19625

（3）
0.0714***
（0.0108）

-0.0007
（0.0005）
-0.0532***
（0.0100）
0.0147***
（0.0012）
-0.0264*
（0.0141）

0.0112
（0.0091）
-0.0079***
（0.0028）
0.0055***
（0.0009）
0.0420***
（0.0028）
0.0426***
（0.0108）
-0.0453***
（0.0114）
-0.1051**
（0.0061）
-0.0855***
（0.0260）
-0.2004***
（0.0277）
-0.0953***
（0.0294）

0.0469*
（0.0256）
已控制
已控制
15277

注：①*、**、***分别表示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②标准误为聚类到村级层面的稳健标准误；③汇

报结果为平均边际效应。下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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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内生性问题处理

正如前文所述，在探讨互联网对农村家庭现代能源使用行为影响的过程中可能会存在内

生性问题。因此，本文进一步通过CMP模型处理潜在的内生性问题，结果如表4所示。不难

发现，工具变量的回归系数在（1）（2）（3）列上的结果均在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说明工具变

量与内生变量存在较强的相关性。同时，atanhrho_12也均在1%或5%的置信水平上显著，表

明需要采用CMP模型来处理内生性问题。与表3中Probit模型的平均边际效应相比，在处理

了内生性问题后，互联网对农村家庭现代能源使用行为的平均边际效应依然显著为正，且大

幅上升至 30.72%。这进一步说明，如果忽略了互联网与农村家庭现代能源使用行为之间的

内生性问题，就很有可能导致互联网在推动农村家庭现代能源使用行为上的影响被低估。

表4 互联网对农村家庭现代能源使用行为的CMP模型估计结果

变量

互联网接入

2012年邮寄通信支出

atanhrho_12

户主层面特征控制变量

家庭层面特征控制变量

村庄层面特征控制变量

个体固定效应

年份固定效应

观测值

（1）
第一阶段

—

—

0.1879***
（0.0176）
-0.1565**
（0.0618）
已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19677

第二阶段

0.5155***
（0.0989）

—

—

—

—

已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19677

（2）
第一阶段

—

—

0.1807***
（0.0176）
0.2012***
（0.0670）
已控制

已控制

未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16496

第二阶段

0.5308***
（0.1057）

—

—

—

—

已控制

已控制

未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16496

（3）
第一阶段

—

—

0.1877***
（0.0200）
0.0645***
（0.0240）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13596

第二阶段

0.3072**
（0.1371）

—

—

—

—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13596

（三）稳健性检验

1.替换解释变量

为减少测量误差对估计结果的潜在影响，本文参考周广肃和樊纲（2018）的研究，选择“互

联网使用强度”这一变量作为替代指标来衡量“互联网接入”。互联网使用强度综合反映了用

户在一定时间内使用互联网的频率、时长、范围和深度，能够体现用户对互联网的依赖性及使

用效果，从而更全面细致地评估互联网对用户行为的影响力和价值。这一指标不仅涵盖了

“互联网接入”的信息，还进一步揭示了用户接入互联网的深度和广度。若农村家庭的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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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强度较高，这不仅意味着该家庭已接入互联网，还表明他们使用互联网的目的和方式具

有多样化特征。因此，“互联网使用强度”能更准确地描述农村家庭的互联网接入行为和特

征，有效评估互联网对农村家庭现代能源使用行为的影响。在具体操作上，本文以户主每周

的上网时长作为衡量互联网使用强度的指标。根据CFPS的调查问题“一般情况下，您每周业

余时间里有多少小时用于上网？”，我们将每周上网时长超过中位数的户主定义为互联网高使

用强度用户，赋值为 1；等于或低于中位数的户主则定义为互联网低使用强度用户，赋值为

0。表5所示的回归结果进一步证实了互联网使用强度对农村家庭现代能源使用行为具有显

著的正向促进作用。

表5 稳健性检验结果：更换解释变量回归结果

变量

互联网使用强度

2012年邮寄通信支出

atanhrho_12

控制变量

个体固定效应

年份固定效应

观测值

Probit

0.0667**
（0.0261）

—

—

—

—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3588

CMP
第一阶段

—

—

0.0637*
（0.0348）
0.0653***
（0.0176）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3588

第二阶段

0.1951***
（0.0578）

—

—

—

—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3588

2.控制交互固定效应

在进行基准回归分析时，本文纳入了个体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以控制个体固有特

征差异及随时间变化的经济周期和政策等宏观因素的影响，从而减少这些因素对估计结果的

潜在干扰。然而，这种方法可能未能充分考虑地区层面的经济特征差异，以及政策在地区层

面实施的时间和力度上的差异。例如，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可能导致能源价格存在差

异，以及“煤改气”“煤改电”、碳交易等能源政策在各地区的推行时间和执行力度也可能有所

不同。为了增强研究结果的稳健性，本文进一步加入了村庄-年份固定效应，以排除地区经济

特征和地区政策执行差异等因素的影响。表6展示了加入这些控制变量后的回归结果，再次

确证了互联网使用对农村家庭现代能源使用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验证了研究结论的稳

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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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稳健性检验：控制交互固定效应

变量

互联网接入

2012年邮寄通信支出

atanhrho_12

控制变量

个体固定效应

年份固定效应

村庄-年份固定效应

观测值

Probit

0.3282***
（0.0385）

—

—

—

—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13050

CMP
第一阶段

—

—

0.1942***
（0.0184）
-0.0645***
（0.0219）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11810

第二阶段

0.3017**
（0.1489）

—

—

—

—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11810

3.替换回归模型

为了避免模型选择引致结果偏误，本文使用扩展回归模型（Extended Regression Model，
ERM）对基准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ERM模型利用多元正态分布的信息进行条件极大似然

估计，可同时处理内生变量、内生样本选择、内生处理指派、随机效应或多种情形组合的内生

性问题，具有很强的灵活性和适应性。由于被解释变量为虚拟变量，本文选择ERM子模块中

的Eprobit模型进行回归，结果如表7所示。可以发现，互联网接入对农村家庭现代能源使用

行为影响的估计系数在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为正，验证了互联网接入对农村家庭现代能源

使用行为具有显著促进作用。

表7 稳健性检验：ERM模型回归结果

变量

互联网接入

控制变量

个体固定效应

年份固定效应

观测值

Probit
0.0714***
（0.0108）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15277

ERM
0.3570***
（0.0426）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13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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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数据截尾处理

数据截尾处理是一种普遍采用的方法，用于消除数据中可能存在的异常值。在进行稳健

性检验时，数据截尾处理可以帮助我们判断模型对异常值的敏感度。如果经过截尾处理的数

据得出的回归结果与原始数据的基准回归结果基本一致，这表明模型具有稳健性。相反，如

果结果出现显著差异，则可能表明模型受到了异常值的影响，需要进一步审查数据的质量和

分布特性。为了消除异常值可能带来的影响，并验证模型的稳健性，本文对所有连续变量实

施了双侧1%和5%的截尾处理，并在此基础上重新进行了回归分析。表8展示的回归结果表

明，无论是双侧1%还是5%的截尾处理，Probit模型和CMP模型的回归系数均在至少5%的置

信水平上显著，与基准回归结果基本一致，这进一步证实了模型结果的可靠性和对异常值的

不敏感性。

表8 稳健性检验：数据截尾处理的回归结果

变量

互联网接入

2012年邮寄通
信支出

atanhrho_12
控制变量

个体固定效应

年份固定效应

观测值

Probit
1%截尾

0.0651***
（0.0114）

—

—

—

—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13800

5%截尾

0.0754***
（0.0137）

—

—

—

—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9597

CMP
1%截尾

第一阶段

—

—

0.1809***
0.0212

0.0724***
（0.0277）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12366

第二阶段

0.3007**
（0.1370）

—

—

—

—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12366

5%截尾

第一阶段

—

—

0.2647***
0.0302

0.0811***
（0.0238）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8276

第二阶段

0.3500***
（0.1151）

—

—

—

—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8276

五、基于环境污染主观评价与信贷获取的机制分析

前文理论阐述了互联网接入通过环境污染主观评价和信贷获取促进农村家庭现代能源

使用行为。为验证上述机制，本文参考江艇（2022）的方法构建如下模型：

Mit = β0 + β1Internetit + λControlit + θ j + δt + εit （2）
其中，Mit 表示机制变量，包括农村家庭环境污染主观评价和信贷获取，其他变量同式（1）。式

（2）检验互联网对机制变量的影响。

（一）基于环境污染主观评价的机制分析

环境污染主观评价变量是一个有序多分类变量，取值越大，表示农村家庭认为环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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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严重程度越高。因此，本文采用Oprobit模型来估计互联网对农村家庭环境污染主观评价

产生的影响。Oprobit模型是一种广义线性模型，用于建立有序分类变量与自变量之间的关

系，适用于被解释变量有多个可能的取值，且取值具有一定顺序关系的情形。估计结果如表9
所示。互联网对农村家庭环境污染主观评价的CMP模型估计结果中，atanhrho_12参数显著，

此时CMP模型估计结果更加准确。互联网对农村家庭环境污染主观评价的CMP模型估计结

果表明，与未接入互联网的农村家庭相比，接入互联网的农村家庭具有更严格的环境污染主

观评价，说明互联网能够影响农村家庭环境污染主观评价，从而促进农村家庭现代能源使用

行为。假说2得到验证。

表9 接入互联网对农村家庭环境污染主观评价的影响

变量

互联网接入

2012年邮寄通信支出

atanhrho_12
控制变量

个体固定效应

年份固定效应

观测值

Oprobit
0.1720***
（0.0249）

—

—

—

—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15134

CMP
第一阶段

—

—

0.1832***
（0.0182）
-0.0865***
（0.0268）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13509

第二阶段

0.3056***
（0.0920）

—

—

—

—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13509

（二）基于信贷获取的机制分析

互联网对农村家庭正规信贷获取和非正规信贷获取的影响估计结果如表10所示。就正

规信贷获取而言，在CMP模型估计结果中，atanhrho_12参数显著，意味着CMP模型估计结果

在这种情况下更加准确。回归结果表明，互联网对农村家庭获取正规信贷具有显著的正向影

响，而正规信贷的增加又正向促进了农村家庭在现代能源使用上的决策。就非正规信贷获取

而言，Probit模型和CMP模型估计结果均不显著，即互联网并不能通过增加农村家庭非正规

信贷获取显著促进现代能源使用行为。究其原因，农村家庭的社会网络主要基于人际关系、

地域联系和血缘关系构建，这些网络不仅是农村家庭获得社会支持和信任的基础，也是非正

规信贷获取的关键渠道。面对面的交流在增强社会网络稳定性和亲密度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且更贴合农村居民的生活习惯和文化传统。因此，农村家庭更偏好通过线下交流而非互联网

来获取非正规信贷。综上所述，互联网能够通过增加农村家庭信贷获取中的正规信贷获取，

影响农村家庭的现代能源使用行为，假说3得到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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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0 使用互联网对农村家庭信贷获取的影响

变量

互联网接入

2012年邮寄通信支出

atanhrho_12

控制变量

个体固定效应

年份固定效应

观测值

Probit

正规信贷获取

0.0260***
（0.0063）

—

—

—

—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15216

非正规信贷获取

0.0127
（0.0088）

—

—

—

—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15216

CMP
正规信贷获取

第一阶段

—

—

0.1867***
0.0188

0.0971***
（0.0398）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13586

第二阶段

0.3112**
（0.1337）

—

—

—

—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13586

非正规信贷获取

第一阶段

—

—

0.1820***
0.0184
0.0943

（0.0726）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13586

第二阶段

-0.1169
（0.1200）

—

—

—

—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13586

六、基于“改革开放”与家庭抚养比的进一步探讨

上文验证了互联网对农村家庭现代能源使用行为的影响和作用机理，接下来本文将基于

“改革开放”和家庭抚养比进行异质性分析。选择“改革开放”作为划分标准的原因在于，“改

革开放”后农村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农民的生活方式、教育水平和数字素养等均有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受到外界环境影响的农村家庭可能对互联网这一技术偏向型技术进步呈现出不

同的接受程度，从而影响现代能源使用行为。通常而言，已有研究在探讨“改革开放”造成的

差异性影响时，会将受访者的出生日期和“改革开放”的时间节点作为分组依据（邹薇、马占

利，2019；何可等，2021）。本文同样也采用该方式，根据户主年龄将全部样本分为了“改革开

放前出生组”和“改革开放后出生组”，两组样本变量的统计结果见表11。
就被解释变量而言，改革开放后出生组使用现代能源的比例要比改革开放前出生组的比

例高10.87%。就解释变量而言，与改革开放前出生组相比，改革开放后出生组接入互联网的

比例更高。值得注意的是，两组样本的户主平均年龄存在显著差异。改革开放后出生组的户

主平均年龄为31.28岁，而改革开放前出生组的户主平均年龄则高达53.64岁。经过 t检验，这

种年龄差异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客观上反映出本文通过年龄对样本进行分组的做法具

有一定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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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 改革开放前后出生样本组的特征比较

变量

使用现代能源

接入互联网

年龄

观测值

改革开放后出生组

58.88%
72.56%

31.28***
2675

改革开放前出生组

48.01%
19.93%
53.64
12552

注：①***表示改革开放后出生组与改革开放前出生组之间的差异的 t检验结果在 1%的统计水平上显

著；②受篇幅限制，没有报告除年龄之外的其他控制变量的统计结果。

表12汇报了根据“改革开放”分组的回归的结果。改革开放后出生组与改革开放前出生

组的CMP模型估计结果中，atanhrho_12参数均显著，表明此时CMP模型估计结果更加可靠。

结果表明，无论户主出生于改革开放之前还是之后，互联网均能显著促进农村家庭使用现代

能源。然而，对比分析显示，互联网对户主为改革开放前出生的农村家庭影响更为显著。这

一差异的可能解释是，改革开放后出生的户主普遍受教育程度较高，更熟悉互联网的使用，对

新技术和新事物的接受度也较高。相反，改革开放前出生的户主可能更多受到传统观念和生

活习惯的影响，对现代能源技术和产品的了解相对有限，选择上也更为保守。互联网作为现

代信息传播的关键渠道，能够提供丰富、详尽且准确的信息，有助于打破信息壁垒和认知障

碍。这对于那些对现代能源相对陌生的农村家庭尤为重要，它可以帮助这部分家庭更深入地

了解现代能源的优势和可靠性。因此，互联网在促使这部分家庭从传统能源向现代能源转型

当中起到了关键作用。综上所述，互联网对户主为改革开放前出生的农村家庭产生了更显著

的正向影响。

表12 改革开放前后出生样本组的回归结果

变量

互联网接入

2012年邮寄通信支出

atanhrho_12
控制变量

个体固定效应

年份固定效应

观测值

改革开放后出生组

Probit
0.0844***
（0.0221）

—

—

—

—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2675

CMP
第一阶段

—

—

0.1138***
（0.0321）
-0.1455**
（0.0724）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1901

第二阶段

0.3428**
（0.1703）

—

—

—

—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1901

改革开放前出生组

Probit
0.0722***
（0.0125）

—

—

—

—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12552

CMP
第一阶段

—

—

0.2181***
（0.0237）
-0.2384**
（0.0937）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11695

第二阶段

0.5825***
（0.1468）

—

—

—

—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11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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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择家庭抚养比作为研究划分标准，原因在于中国全面消除绝对贫困后，农村居民

的基本生存需求已得到保障，开始追求包括现代能源在内的更高层次的需求。然而，由于中

国农村家庭抚养比的情况较为复杂，这导致他们在现代能源使用上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性（郑

瑞坤、向书坚，2021）。例如，一些家庭可能由于老年抚养比较高，倾向于减少能源支出以应对

养老负担；而另一些家庭则可能因少儿抚养比较高，更愿意采用现代能源以提升子女的生活

质量。因此，本文将家庭抚养比分为老年抚养比和少儿抚养比，旨在探究这两种抚养比对互

联网与农村家庭现代能源使用行为关系的差异性影响。本文根据受访家庭的老年抚养比和

少儿抚养比是否高于当年全国平均老年抚养比和少儿抚养比，将全部样本分别划分为高少儿

抚养比组与低少儿抚养比组以及高老年抚养比组与低老年抚养比组。相应年份全国抚养比

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22）》①。

表13汇报了根据农村家庭老年抚养比分组回归的结果。两组的CMP模型估计结果中，

低老年抚养比组 atanhrho_12参数显著，此时CMP模型估计结果更加准确，而高老年抚养比组

atanhrho_12参数不显著，此时Probit模型估计结果更加准确。估计结果表明，互联网对低老

年抚养比农村家庭和高老年抚养比农村家庭现代能源使用行为均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

相较于高老年抚养比农村家庭，互联网对低老年抚养比农村家庭现代能源使用行为的促进作

用更大。

表13 老年抚养比分组回归结果

变量

互联网接入

2012年邮寄通信支出

atanhrho_12
控制变量

个体固定效应

年份固定效应

观测值

低老年抚养比组

Probit
0.0667***
（0.0111）

—

—

—

—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14036

CMP
第一阶段

—

—

0.1982***
（0.0200）
-0.1001***
（0.0369）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12489

第二阶段

0.3519**
（0.1418）

—

—

—

—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12489

高老年抚养比组

Probit
0.0452***
（0.0209）

—

—

—

—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4379

CMP
第一阶段

—

—

0.1225***
（0.0333）

0.0637
（0.4552）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4133

第二阶段

0.2126**
（0.1034）

—

—

—

—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4133

① 资 料 来 源 ：《 中 国 统 计 年 鉴（2022）》，https://www.stats.gov.cn/sj/ndsj/2022/indexch.htm?eqid=

94073a19000058b000000002644616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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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4汇报了根据农村家庭少儿抚养比分组回归的结果。对于低少儿抚养比组与高少儿

抚养比组，atanhrho_12参数均表现出显著性，意味着CMP模型估计结果具有更高的可靠性。

结果表明，互联网对低少儿抚养比农村家庭和高少儿抚养比农村家庭现代能源使用行为均具

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特别是，相较于高少儿抚养比农村家庭，互联网对低少儿抚养比农村家

庭的促进作用更大。可能的原因是，互联网为农村家庭带来了创业和非农就业机会。低少儿

抚养比农村家庭中，成年人可能拥有更多时间和精力，从而更有可能参与非农就业和创业活

动。这不仅有助于提高他们的收入，还能增强他们的社会网络资源。因此，这些家庭在选择使

用现代能源方面可能具有更强的经济能力和更广泛的信息渠道，从而更倾向于采纳现代能源。

表14 少儿抚养比分组回归结果

变量

互联网接入

2012年邮寄通信支出

atanhrho_12

控制变量

个体固定效应

年份固定效应

观测值

低少儿抚养比组

Probit

0.0739***
（0.0113）

—

—

—

—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13869

CMP
第一阶段

—

—

0.1796***
（0.0216）
-0.1563***
（0.0486）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12489

第二阶段

0.4382***
（0.1603）

—

—

—

—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12489

高少儿抚养比组

Probit

0.0714***
（0.0153）

—

—

—

—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7424

CMP
第一阶段

—

—

0.1730***
（0.0268）
0.0864***
（0.0159）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6652

第二阶段

0.3133***
（0.1040）

—

—

—

—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6652

总体而言，互联网对低少儿抚养比农村家庭和低老年抚养比农村家庭现代能源使用行为

的促进作用要大于高少儿抚养比农村家庭和高老年抚养比农村家庭。究其原因，可能是高抚

养比农村家庭负担较重，面临更大的生活压力和经济压力，导致他们因精力与资源的限制，无

法充分关注并选择使用现代能源。即使他们能够通过互联网了解现代能源，也可能因为经济

压力而无法承担能源转型的成本。反之，低抚养比农村家庭在经济负担较轻的情况下，能源

消费成本较低，可能更倾向于选择使用现代能源。因此，互联网使用更能有效激发他们使用

现代能源的意愿与行为。

宋佳雨 李凡略 何 可：互联网与农村家庭现代能源使用行为

104



2024年第3期

七、结论与对策建议

本文以农村家庭为研究对象，利用CFPS 2014年、2016年、2018年和 2020年四轮的全国

调查数据，重点关注互联网对农村家庭现代能源使用行为的影响及具体路径。研究发现：第

一，互联网对农村家庭采纳现代能源的行为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接入互联网的农村家庭使

用现代能源的可能性比未接入互联网的家庭高出 30.72%。第二，互联网能够显著影响农村

家庭的环境污染主观评价，也会促进农村家庭正规信贷获取，从而推动农村家庭选择使用现

代能源。第三，互联网对现代能源使用行为的影响，在那些户主出生于改革开放前的农村家

庭以及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较低的农村家庭中更为显著。农村地区能源绿色转型发展，

既是满足人民高品质生活需求的必然选择，又是构建现代能源体系的关键环节。此举对于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动乡村振兴，以及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具有深远影响。而互联网

的发展及其广泛应用，已经深刻影响了人们的工作和生活方式。利用互联网来推动农村家庭

能源转型，已经成为一种必然趋势。积极利用互联网和数字化技术，可以显著影响农村家庭

的环境污染主观评价，同时为他们提供更多的信贷机会，从而促进其使用现代能源。这不仅

可以改善农村家庭的生活质量，还有助于推动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基于上述发现并结合中国当前的实际情况，本文提出以下三个方面的对策建议。首先，

加强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一方面，加速推进农村地区的宽带网络和5G网络覆盖，以便农村

家庭能够更加便捷地获取现代能源相关信息和服务。我们应充分利用网络技术的包容性增

长特性，通过创新技术手段，加强在农村家庭中对现代能源使用的教育和宣传工作。利用互

联网平台和媒体资源，广泛宣传现代能源的优势和效益，从而提升农村家庭对现代能源的认

知水平和使用意愿。另一方面，我们需要提升农村能源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质量。在确保

能源供应稳定且经济上可行的前提下，有序地将电网和供气设施扩展至农村地区，推动农村

家庭在生活取暖、烹饪等领域的能源使用向现代能源转型。其次，完善针对农村家庭现代能

源使用的财政支持和信贷政策。通过互联网渠道，为农村家庭提供现代能源项目的申报、审批

和监管等一站式服务，以降低他们使用现代能源的成本和风险。特别关注那些户主年龄较大

的农村家庭，针对他们的特殊需求和面临的困难，提供更加精准和有效的现代能源使用服务及

援助。最后，对于那些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较高的农村家庭，应实施现代能源专项补贴等

优惠政策。这样做可以提高这些家庭的消费能力，降低他们使用现代能源的经济负担和门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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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rural energy transition is an inherent requirement to meet people's aspirations for a better life. It

plays a critical role in promot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achieving the "Carbon Peaking and Carbon Neutrality" goal.

This paper utilizes data from the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CFPS) to assess the impact of the internet on rural

households' adoption of modern energy.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internet access significantly promotes the use of

modern energy in rural households. This conclusion remains robust after accounting for endogeneity issues and con-

ducting robustness checks. Further analysis of the transmission mechanisms reveals that the internet not only signifi-

cantly influences rural households' subjective evaluation of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but also increases their access to

formal credit, both of which contribute to their modern energy usage. Heterogeneity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internet is

particularly effective in increasing modern energy use among households where the head was born before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and those with fewer dependents. Based on these findings, this paper suggests that enhancing rural

infrastructure, expanding credit support, and implementing targeted energy subsidies are essential to promoting the

widespread adoption of modern energy in rural househol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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